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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 王雨飞等，2016 ) ，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带来了诸如交通
拥堵、空气污染等一系列“城市病”( 陈诗一和陈登科，2018) 。非常直观的原因是，城市发展带来物
流运输、通勤出行等交通方面的需求增加，而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改造却相对滞后 ( 范欣等，
2017) 。Wind 数据库的数据显示，中国在 2008—2012 年的机动车保有量平均年增长率为 15. 3%，
而同期城市道路面积的平均年增长率仅为 7. 05%。车辆增速长期高于道路增速可能造成路面车
流量增大，容易出现车速缓慢甚至拥堵，导致车内燃料燃烧不充分，尾气排放中的污染物含量比经











基础设施对空气质量可能同时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 OECD /ECMT，2007; Beiro et al．，2007;








乎没有涉及到对两者因果关系与遗漏变量导致内生性问题的探讨( Luo et al．，2017; Sun et al．，2018;










借鉴 Grossman( 1972) 关于健康和一般商品的需求理论模型，将空气污染与交通通畅程度引入
居民效用函数。苗艳青和陈文晶( 2010 ) 也在 Grossman( 1972 ) 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了空气污染与健
康需求的关系。假定 Uj，t表示 j 城市一个代表性居民在 t 时间的效用函数，①具体形式如下:
Uj，t = U( Cj，t，Aj，t，Zj，t ) ( 1)
Cj，t = C'j，t － 珋cj，t ( 2)
其中，C'j，t表示 j 城市的代表性居民在 t 时间驾车行驶单位路程的实际时间;珋cj，t表示交通通畅时居民
在 t 时间驾车行驶单位路程的潜在时间; ②Cj，t表示交通通畅程度，等于 j 城市的代表性居民驾车行
驶单位路程的实际时间与潜在时间的差值; Aj，t表示 j 城市在 t 时间的空气污染水平; Zj，t表示 j 城市
的代表性居民在 t 时间消费的其它商品与服务。同时，行驶单位路程的潜在时间由相应城市的车
辆保有量和交通基础设施决定，由( 3) 式表示:
珋cj，t = 珋cj，t ( Carj，t，UTIj，t ) ( 3)
其中，Carj，t表示 j 城市的车辆保有量; UTIj，t ( urba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表示城市交通基础设
施水平。在理论模型中，暂时不考虑天气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居民在道路上行车的实际时间主要
与交通通畅程度相关。因此，实际时间与潜在时间的差值同样受汽车保有量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决定，由( 2) 式和( 3) 式可得( 4)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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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突出理论模型的针对性，处理如下: ( 1) 不考虑汽车性能等因素对最优行车速度和出行时间的影响，也不考虑非本地车
辆对城市交通的影响。潜在单位路程行车时间仅与该城市车辆保有量和交通基础设施情况有关。( 2 ) 假设居民生命和道路投资
都是无限期的。( 3) 假设代表性居民效用水平满足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且其他商品对城市居民效用影响不大，即 Zj，t = Z0 为
常数。
代表性居民驾车行驶单位路程的预期时间。
Cj，t = C( Carj，t，UTIj，t ) ( 4)
城市空气污染涉及到的影响因素很多，不仅仅与交通尾气排放有关，其它一些因素( 如经济发
展水平、产业结构等) 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空气质量。可以用( 5) 式表示城市空气污染水平的
影响关系。其中，Xj，t表示除交通因素以外，其它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因素。
Aj，t = A( C'j，t，Xj，t ) ( 5)
针对居民效用、交通基础设施与空气污染的影响因素分析，我们依据苗艳青和陈文晶( 2010 )
对函数形式的设定，采用 C-D 函数形式进行模型的进一步推演。由于 Cj，t和 Aj，t都与居民效用水平
呈反向关系，设定具体的效用函数形式如下:
Uj，t = ( 1 /Cj，t ) α* ( 1 /Aj，t ) β* Zδ0 α ＞ 0，β ＞ 0，δ ＞ 0 ( 6)
珋cj，t = ( Carj，t ) κ* ( UTIj，t )  κ ＞ 0， ＜ 0 ( 7)
Aj，t = ( C'j，t ) η* ( Xj，t ) φ ( 8)
根据( 6) 式，通常居民效用与行车时间差值以及空气污染将成反比，与消费其他商品的量成正
比，且满足 α ＞ 0、β ＞ 0、δ ＞ 0。( 7) 式显示了潜在行车时间与车辆保有量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关
系，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越好且城市车辆保有量越低，潜在行车时间可能越短，即 κ ＞ 0 且  ＜ 0。( 8)
式中，η 和 φ 分别指实际行车时间以及其它影响因素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系数。
从( 4) 式和( 6) 式可以看出，城市的交通通畅程度( C) 受到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影响，并反映在
政府投资与居民效用水平之间的关系上。为使代表性居民效用最大化，我们需要确定一个合理的
C，以满足函数的一阶条件。在( 6) 式中，两边同时对 C 求导，并将( 8) 式代入后，可得到( 9) 式:
U
Cj，t
= － α( 1 /Cj，t ) α
－1 ( 1 /Cj，t )
2* ( 1 /Aj，t ) β* Zδ0 － β( 1 /Cj，t ) α ( 1 /Aj，t ) β






= － α( 1 /Cj，t ) α
+1* ( 1 /Aj，t ) β* Zδ0 － β( 1 /Cj，t ) α ( 1 /Aj，t ) β
+1* η( C') η－1 ( Xj，t ) φ* Zδ0
= 0 ( 9)
( 9) 式由两项构成，分别表示居民效用水平影响因素对城市交通通畅程度的偏导数。第一项
体现了交通通畅程度对效用的直接作用，主要受交通通畅程度系数( α) 的影响。第二项则通过交
通状况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进一步间接传导至居民效用，因此同时受到 β 和 η 的共同作用。对( 9)
式作简化消项，并将( 2) 式的关系代入，可以推导得到( 10 ) 式，即在满足代表性居民效用最大化条
件下，实际时间和潜在时间的关系:
C'j，t = βη珋cj，t / ( α + βη) ( 10)
再联合( 8) 式和( 10) 式，可以求出关于空气污染 Aj，t的函数，即( 11) 式:
Aj，t = ［βη珋cj，t / ( α + βη) ］η* ( Xj，t ) φ ( 11)
再将( 7) 式代入( 11) 式，进一步得到空气污染与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之间的关系:
Aj，t = ［βη / ( α + βη) ］η ( Carj，t ) κη* ( UTIj，t ) η* ( Xj，t ) φ ( 12)
对( 12) 式两边同时取对数，可得线性方程形式，即( 13) 式:
lnAj，t = ηlnUTIj，t + κηlnCarj，t + φlnXj，t + constant ( 13)
( 13) 式中，constant 代表常数项。η 和 κη 分别指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和车辆保有量对空




城市空气污染的官方数据自 1996 年 6 月开始陆续分批公布，2001 年全国仅有 47 个环保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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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布了空气污染指数( air pollution index，简称 API) ，2004 年官方公布 API 的城市增加至 84
个。但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 － 2012 ) 的规定，从 2013 年开始官方公布空气质量指数





样本的时间频度。其次，AQI 与 API 在污染物统计口径上存在明显差异，而且在 2013 年官方发布
AQI 之后，原先的 API 数据即同时停止更新。目前采用官方空气污染数据的大量研究，大多均单独
采用 2013 年之后的 AQI( 石庆玲等，2016; 郭峰和石庆玲，2017) 或 2012 年之前的 API( Chen et al．，
2013; 曹静等，2014; Viard ＆ Fu，2015) 作为研究对象。对于年度数据而言，API 的统计年份相对于
AQI 显然要更长。同时从本文研究的问题考虑，采用 2000—2012 年 API 作为空气质量代理变量，
能够更好地覆盖中国快速城市化的大部分阶段。第三，在 84 个发布 API 的城市中，由于拉萨市在
数据上存在大量缺失，因此最终样本城市只保留 83 个。② 83 个样本城市 2012 年人口总数超过 5





lnAj，t = β1 lnUTIj，t + λXj，t + υ j + τt + ε j，t ( 14)
其中，j 和 t 分别代表城市维度与时间维度，lnA 代表空气质量水平，lnUTI 代表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β1 表示交通基础设施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系数，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参数。X 表示交通基础设施以
外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其他控制变量，ε j，t是误差项。此外，还控制了城市 υ j 与时间 τt 固定效应。
( 三) 变量说明
对于被解释变量城市空气质量，本文在实证分析中，选取由中国生态环境部( 即原环境保护
部) 官方发布的 83 个样本城市 API 的年度均值③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 lnAPI) ，取值区间为
2000—2012 年，取对数后进入模型。④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在检验城市道路改造对空气污染的改善效应
时，我们将选取城市道路投资完成额作为代理变量( lnＲdInv) 。⑤ 道路投资完成额不仅代表了城市
对于改善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而且作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支出，在城市财政预算中体
现政策的着力方向。Li et al． ( 2016) 采用城市道路投资完成额作为解释变量研究区域交通系统的
效率。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对于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衡量，还可以采用交通基础设施的产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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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时间来确定的，参与 API 评价的污染物包括可吸入颗粒物( 粒径≤10μm，即 PM10 ) 、二氧化硫( SO2 ) 和二氧化氮( NO2 ) 等。本文
所使用的 API 数据是各个城市环境保护部门根据 2013 年以前中国环境保护部门采用的监测标准而监测得到的数据。2013 年以
后，环境保护部采用最新的监测标准，改为公布 AQI 数据，AQI 指数的计算比 API 指数增加了细颗粒物( 粒径≤2. 5μm，即通常所说
的 PM2. 5 ) 、一氧化碳( CO) 和臭氧( O3 ) ，监测频率和监测的污染因子也比 API 指数更多。
限于篇幅并考虑到此城市名单是公开可获取的，本文未逐一列出城市名称。
环保部门公布的各城市的 API 指数是日度数据，但是实证分析以年度数据为研究对象，因此将 API 做年度平均处理。
若无特定说明，在分析中，所有变量均取对数后纳入模型。
本文所有价值形态的数据，均作了相应的可比价格处理，即调整为以 2000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值。





















从而对城市空气污染的消散造成影响( 刘宁微等，2008; 王冠岚等，2016 ) ，这可能造成内生变量并









城市机动车保有量( lnCar) : 在理论推导过程中，用于解释空气污染且描述交通状况的变量已




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lnGDP) : 作为反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解释变量，彭水军和包群
( 2006) 也同样认为人均 GDP 能够直观反应地区经济状况或人均财富。经济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
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影响环保项目资金与空气质量。同时，人均 GDP 的二次项( lnGDP) 2




产业结构指数( lnSecond) : 伴随第二产业的化石能源使用而产生的排放是空气污染的重要来
源之一( 陈诗一，2009) 。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越高，往往空气污染越严重( He，2009) 。为
了控制第二产业对城市空气污染的影响，本文采用样本城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重，作为控制产业结构影响的代理变量( Hao ＆ Liu，2015) 。
城市人口密度( lnPD) : 人口活动与集聚通常会对空气质量产生影响( 童玉芬和王莹莹，2014) ，
我们选取城市人口除以城市行政区面积来描述样本城市的人口密度，从而控制城市人口集聚程度
对空气污染的可能影响。
城市公交服务( lnBus) : 公共交通作为城市绿色出行的重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私人
机动车出行方式，减少出租车、私人汽车等交通工具的使用率，从而减少尾气排放，对空气质量产生
积极的影响( 王锋等，2010) ，我们在模型中引入每万人标台公交车以代表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水平。
城市绿化水平( lnGreen) : 本文采用人均绿地面积衡量城市绿化水平，城市绿化水平可能对空
气质量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Sun et al．，2018) ，一方面绿地作为碳汇可以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另
一方面对城市绿地的过多投入也可能挤占了其它方面的环保支出。
城市科研投入( lnＲD) : 科研投入直接度量了城市的技术水平，尽管对空气污染的治理离不开
节能减排等绿色技术的改进( 邵帅等，2016) ，但科研投入也可能挤占环境保护的财政支出。本文
选择样本城市财政经费中的科研经费支出作为代理变量。
城市环境规制能力( lnEＲ) : 环境规制是政府解决环境问题，实现产业升级和环境友好型技术
水平提高的重要手段( 景维民和张璐，2014; 宋马林和王舒鸿，2013 ) ，本文用城市污水处理率控制
样本城市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
城市自然气候因素: 城市空气质量除了与污染物排放有关，还可能受污染物在当地的消散沉降
等自然气候条件有关( 曹静等，2014) 。本文采用样本城市年平均气温( lnTemp) 、湿度( lnHumi) 和
风速( lnWind) 以控制不同自然气候因素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本文采用 2000—2012 年间 83 个样本城市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样本量为 928。其
中，空气污染指数来源于中国生态环境部( 原环境保护部) 监测数据; 城市道路投资完成额与城市




库( CEIC) 和 Wind 数据库。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含义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API 城市 API 的年度均值 928 4. 362 0. 352 3. 361 6. 074
lnＲdInv 城市道路投资完成额 928 12. 792 1. 795 7. 648 16. 752
lnＲoad 城市道路面积 928 9. 723 0. 896 7. 230 12. 499
lnSlope 坡度指数 928 0. 152 0. 386 － 0. 495 1.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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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变量名 变量含义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Car 城市机动车保有量 928 5. 474 1. 043 2. 735 8. 509
lnGDP 城市人均 GDP 928 3. 253 0. 671 1. 545 4. 905
( lnGDP) 2 人均 GDP 的二次项 928 11. 029 4. 389 2. 388 24. 063
lnSecond 产业结构指数 928 － 0. 742 0. 217 － 1. 470 － 0. 094
lnPD 城市人口密度 928 6. 274 0. 783 3. 540 8. 561
lnBus 城市公交服务 928 1. 106 0. 873 － 1. 437 3. 342
lnWind 城市年平均风速 928 0. 663 0. 341 － 0. 695 1. 401
lnTemp 城市年平均气温 928 2. 483 0. 623 － 0. 673 10. 823
lnHumi 城市年平均湿度 928 4. 299 0. 121 3. 902 4. 533
lnＲD 城市科研投入 928 2. 501 1. 438 － 1. 557 6. 969
lnGreen 城市绿化水平 928 2. 152 0. 453 0. 058 4. 266
lnEＲ 城市环境规制能力 928 － 0. 550 0. 500 － 2. 960 0
Ｒail 城市开通地铁 928 0. 091 0. 287 0 1
Officer 官员籍贯特征 928 0. 541 0. 499 0 1
lnArea 城市建成区面积 928 5. 151 0. 876 2. 639 7. 978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基准模型回归分析







表 2 基准模型( 固定效应) 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lnAPI
FE( 1) FE( 2) FE( 3) FE( 4) FE( 5)
lnＲdInv
－ 0. 0223＊＊＊
( － 2. 76)
－ 0. 0351＊＊＊
( － 4. 29)
－ 0. 0380＊＊＊
( － 4. 65)
－ 0. 0365＊＊＊
( － 4. 46)
－ 0. 0356＊＊＊














( － 4. 36)
－ 0. 329＊＊＊
( － 4. 70)
－ 0. 379＊＊＊
( － 5. 34)
－ 0. 354＊＊＊
( － 4. 92)
－ 0. 369＊＊＊




























FE( 1) FE( 2) FE( 3) FE( 4) FE( 5)
lnPD
－ 0. 143
( － 1. 41)
－ 0. 232＊＊
( － 2. 32)
－ 0. 218＊＊
( － 2. 19)
－ 0. 221＊＊
( － 2. 22)
－ 0. 207＊＊
( － 2. 08)
lnBus
－ 0. 0307
( － 1. 50)
－ 0. 0393*
( － 1. 96)
－ 0. 0524＊＊＊
( － 2. 59)
－ 0. 0517＊＊
( － 2. 56)
－ 0. 0541＊＊＊
( － 2. 68)
lnWind
－ 0. 135＊＊＊
( － 3. 76)
－ 0. 123＊＊＊
( － 3. 50)
－ 0. 109＊＊＊
( － 3. 09)
－ 0. 108＊＊＊
( － 3. 06)
－ 0. 111＊＊＊














( － 0. 32)
－ 0. 0233
( － 0. 18)
－ 0. 0247
( － 0. 19)
－ 0. 0167
( － 0. 13)
－ 0. 0226



















( － 1. 88)
－ 0. 0238*
( － 1. 90)
Ｒail
－ 0. 0489*
( － 1. 78)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是
Ｒ2 0. 25 0. 29 0. 31 0. 30 0. 31
F 统计量 13. 58 15. 28 15. 40 14. 95 14. 52
样本量 928 928 928 928 928
注: 系数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此外，控制了年度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
下表同。
从表 2 中还可以看出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 API 影响的一次项( lnGDP) 系数显著为负，且
二次项( ( lnGDP) 2 ) 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经典的 EKC 假设中所指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倒 U
型”关系在 2000—2012 年期间内尚未实现，各样本城市的空气污染与经济发展仍然处于正相关阶
段，该结果与邵帅等( 2016) 的结论相一致。表 2 中其它的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也均符合预期: 产
业结构对空气污染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第二产业比重增加会加剧空气污染。该结果与大多数






















表 3 汇报了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 进行工具变量回归的参数结果。首先，第一阶段回
归的 F 统计量远在 10 这一经验值以上，表明所选择的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之间是高度相关的




量存在着改善效应。但工具变量回归中 lnＲdInv 估计系数的绝对值从数量上看要明显大于表 2 基
准回归的结果，每提升 1%的城市道路投资，可以导致 API 下降约 0. 10%。这个结果还表明潜在的
内生性问题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空气质量的改善效应。进一步




表 3 工具变量( 2SLS) 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lnAPI
IV_2SLS ( 1) IV_2SLS ( 2) IV_2SLS ( 3)
lnＲdInv
－ 0. 101＊＊
( － 2. 05)
－ 0. 0995＊＊
( － 2. 07)
－ 0. 0967＊＊










( － 2. 91)
－ 0. 277＊＊＊
( － 2. 92)
－ 0. 290＊＊＊

















( － 1. 74)
－ 0. 187*
( － 1. 76)
－ 0. 178*
( － 1. 69)
lnBus
－ 0. 0554＊＊＊
( － 2. 63)
－ 0. 0549＊＊＊
( － 2. 61)
－ 0. 0566＊＊＊
( － 2. 70)
lnWind
－ 0. 133＊＊＊
( － 3. 25)
－ 0. 132＊＊＊
( － 3. 24)
－ 0. 133＊＊＊





































( － 0. 99)
－ 0. 0149
( － 1. 02)
Ｒail
－ 0. 0358
( － 1. 19)
常数项 是 是 是
Ｒ2 0. 25 0. 25 0. 26
第一阶段 F 统计量 162. 87 159. 82 155. 80





















IV_2SLS ( 1) IV_2SLS ( 2) IV_2SLS ( 3) FE ( 1)
lnＲoad
－ 0. 271*
( － 1. 75)
－ 0. 269*
( － 1. 74)
－ 0. 260*
( － 1. 69)
－ 0. 0368*












( － 3. 67)
－ 0. 315＊＊＊
( － 3. 47)
－ 0. 330＊＊＊
( － 3. 58)
－ 0. 403＊＊＊
























IV_2SLS ( 1) IV_2SLS ( 2) IV_2SLS ( 3) FE ( 1)
lnPD
－ 0. 142
( － 1. 18)
－ 0. 144
( － 1. 20)
－ 0. 135
( － 1. 13)
－ 0. 211＊＊
( － 2. 10)
lnBus
－ 0. 0191
( － 0. 67)
－ 0. 0188
( － 0. 67)
－ 0. 0219
( － 0. 77)
－ 0. 0483＊＊
( － 2. 35)
lnWind
－ 0. 102＊＊＊
( － 2. 67)
－ 0. 101＊＊＊
( － 2. 66)
－ 0. 104＊＊＊
( － 2. 75)
－ 0. 0987＊＊＊












( － 0. 38)
－ 0. 0442
( － 0. 32)
－ 0. 0486
( － 0. 36)
－ 0. 0522





















( － 1. 53)
－ 0. 0219
( － 1. 56)
－ 0. 0279＊＊
( － 2. 21)
Ｒail
－ 0. 0416
( － 1. 35)
－ 0. 0544＊＊
( － 1. 96)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Ｒ2 0. 18 0. 19 0. 20 0. 29
第一阶段 F 统计量 89. 82 87. 31 84. 91 —










样本量 928 928 928 928
表 4 的第 1—3 列汇报了采用道路面积( lnＲoad) 为核心解释变量的 2SLS 回归结果。城市道路
面积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负，验证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效应，即增加城市道路
面积会对城市空气污染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同时，其它控制变量的系数也与表 3 相近，表明本文
的主要结论是稳健的。比较表 3 和表 4 的结果后还可以发现，在回归系数上 lnＲoad 的绝对值要比
lnＲdInv 大一些。这一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针对提升道路面积的政策作用于改善空气质量的边际
效果可能要比仅仅追求更多道路投资的政策所产生的效果更好。表 4 第 4 列是采用道路面积












气污染情况存在差异。我们将所有样本按照 API 数值大小进行排序，并剔除最大和最小 1% 可能
存在异常值的样本数据进行 2SLS 回归分析。表 5 第 1 列的结果表明，lnＲdInv 的回归系数与表 3





截取了 2000—2008 年的子样本后，进行 2SLS 回归分析。表 5 第 2 列的结果表明，lnＲdInv 的系数





剔除测量异常值 时间维度异质性 城市维度异质性 控制变量滞后一期
IV_2SLS ( 1) IV_2SLS ( 2) IV_2SLS ( 3) IV_2SLS ( 4)
lnＲdInv
－ 0. 105＊＊
( － 2. 23)
－ 0. 108＊＊
( － 2. 17)
－ 0. 102*
( － 1. 87)
－ 0. 170＊＊＊
( － 2. 62)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Ｒ2 0. 25 0. 21 0. 28 0. 13
第一阶段 F 统计量 150. 96 166. 50 62. 25 175. 88











样本量 910 596 477 845
3． 城市维度异质性
由于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其城市格局与经济水平明显与别的
城市不同，且在经济决策和城市规划等方面也与其他城市存在差异。参考罗煜等( 2016 ) 的方法，
考虑到研究对象具有可比性，我们在所有城市样本中剔除了这四座一线城市，重新进行 2SLS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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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程中会兼顾城市建设和环境治理两个重要内容，尤其近年的研究表明市级官员一把手的身份
背景或施政倾向往往会成为影响空气污染的重要因素( 张征宇和朱平芳，2010; 郭峰和石庆玲，





表 6 前 3 列汇报了未考虑工具变量的基准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结果，后 3 列是考虑工具变量











FE( 1) FE( 2) FE( 3) IV_2SLS( 1) IV_2SLS( 2) IV_2SLS( 3)
lnＲdInv
－ 0. 0364＊＊＊
( － 4. 50)
－ 0. 0383＊＊＊
( － 4. 63)
－ 0. 0390＊＊＊
( － 4. 78)
－ 0. 114＊＊
( － 2. 35)
－ 0. 0866*
( － 1. 78)
－ 0. 105＊＊
( － 2. 15)
Officer
－ 0. 0568＊＊＊
( － 5. 04)
－ 0. 0564＊＊＊
( － 5. 02)
－ 0. 0588＊＊＊
( － 4. 92)
－ 0. 0579＊＊＊










其他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Ｒ2 0. 33 0. 31 0. 33 0. 25 0. 28 0. 27
第一阶段 F 统计量 — — — 151. 29 154. 75 150. 39









































第三，在 EKC“倒 U 型”阶段到来之前，重视中小城市的发展规划，在城市格局上从单一中心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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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on Air Quality:
Evidence from Empirical Analysis in China
SUN Chuanwang，LUO Yuan and YAO Xin
( China Center for Energy Economics Ｒesearch，School of Economics，Xiamen University)
Summary: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continues to accelerate，and the explosion in the urban population has led
to“urban illnesses”such as traffic congestion and air pollution． Accelerated urbanization leads to an increased demand for
transportation due to logistics and commuting，while the construction of municipal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cannot keep
up with the increased number of motor vehicles． This growing disparity results in increased road traffic，leading to lengthy
travel times and traffic jams． As most vehicles are petrol-driven at present，idling cars continue to burn gasoline; thus，the
emissions of harmful substances will be 2 to 3 times greater due to idling． Traffic congestion thus aggravates air pollution．
Therefore，taking measures to keep the roads clear may be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urban air quality．
Traffic congestion can be managed by compulsory policies from the demand side，such as traffic restrictions，odd /even
license plate rules，or purchase restriction，which reduce trip frequency or slow down the increase in number of vehicles．
However，several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this approach may not be the best choice at this stage． In this case，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municipal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from the supply side，to make roads less congested，improve
the support capacity of the road network system，and reduce air pollution caused by traffic congestion．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and re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residents’ utility， traffic
infrastructure，and air pollution． We introduce air pollution and traffic smoothness into residents’utility function and derive
a theoretical model to explain how traffic infrastructure affects urban air quality on the basis of utility maximization． We can
thus obtain the empirical equations． Investment in urban roads is selected as a proxy variable for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Thus，the impact mechanism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on air pollution can be found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and thus we can determine whether the enhancement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mproves urban air quality．
The key difficulty for this research lies in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traffic infrastructure and air pollution，as
the endogeneity problems caused by reverse causality and possible missing variables cannot be easily resolved． To solve this
issue，an innovative city slope index constructed based on topographic features is proposed as an instrument variable． The
data for this index come from a cloud platform for monitoring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contributes to improved urban air
quality，and the effect becomes more pronounced after endogeneity bias is removed with using the instrument variable． If
the growth rate of urban road investment remains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the number of urban vehicles，it will have a
marginal effect on the control of air pollution． Using road area instead of investment in roads as an indicator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on urban air quality． Our research also
suggests that as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continues，air pollution problems are more likely to occur in large and medium-
sized cities． This paper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a new justification for policies supporting urba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economy is changing from high-speed growth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oday’s China． For this reason，it is important from the supply side perspective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urba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to solve the serious problem of air pollution．
Keywords: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Urban Ｒoad Investment; Air Quality; Instrument Variable
JEL Classification: Q53，Ｒ41，H54，E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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